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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技术应对新冠肺炎：一个变革的时刻？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威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
中心（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altbach@bc.edu. 

汉斯·德·威特（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随着新冠肺炎的蔓延，世界上大多数大

学不得不关闭校园，让学生回家。绝大多数

大学已经转向各种形式的远程教育，以使课

程得以继续，学生得以完成学业。教师和学

生都不得不做出相当大的努力来进行调整。

世界各地大学的信息技术（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专家们已经进入紧急模式，并出

色地完成了许多课程和项目的在线迁移，至

少在合理的范围内。在线行业正在用工具、

培训模块和其他产品对机构及其教师进行

“轰炸”。至少在新冠肺炎危机期间，高等教

育正在被迫转型，私营机构在兜售商业模式，

信息技术专家在引领这场革命。 

但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远程革命是

否在发挥作用?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变革时

刻”?由于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数据，这两个问

题的答案仍然是开放的，但很可能大多是负

面的，值得对相关的现实和趋势以及未来可

能出现的情况进行推测。我们也认识到，这

些推测是初步的，主要基于观测数据。尽管

如此，关键问题还是值得深思的。 

不平等 

毫无疑问，在通过远程教育提供高等教

育方面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国家、大学和

学术界都是如此。在接受远程教育的方式上

有很大的差异。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宽带网

络不足，不稳定，甚至基本没有。可靠的电

力供应也是一个问题。富裕国家的一些农村

地区也有这个问题。许多学生，特别是低收

入国家的学生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

没有机会使用合适的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进行

学习，这一直是个挑战。一般来说，资金不

足的大学还没有发展出高质量的远程教育所

需的技术、课程或其他基础设施。尤其是对

于蓬勃发展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来说，这一

点尤为重要，因为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数现

在可能占到了全球高等教育录取人数的一

半。此外，还存在着基于安全考量的防火墙，

限制了学生和教师群体的访问权限。 

学生 

学生们似乎对他们现在被迫上的在线课

程不感兴趣。虽然数据仅具有指示性，但学

生们似乎总体上并不满意。而且他们更有可

能避免参与课程。尤其是对于本科教育来说，

这是对在线授课最为陌生的阶段，学生们更

喜欢并需要与他们的老师和其他学生进行更

多的互动。这种普遍的不满可能是由于课程

突然被教授或学生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转移到网上。学生们缺乏在线学习的动力，

这将成为今年秋季入学的大学新生将要面临

的问题。有人担心，只要大学只提供在线教

学，许多人就会推迟开始学习。这对国际学

生来说尤其可能会做出如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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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力量 

教师们普遍对在线教学持谨慎态度。在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一些国家有一部分人有

在线教学的经验，但客观地说，当许多大学

面临提供在线课程的压力时，绝大多数人没

有这样的经验。新冠肺炎危机让所有教职员

工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全面转向在线教

学，就像不会游泳的人突然陷入了游泳池的

深水区。信息技术专业人士和在线专家为教

师提供速成课程。虽然大多数人都在尝试，

但一些年长的教师（仍然占教师总数的大多

数）缺乏学习新方法和技术的经验和信心。

事实上，开发高质量的在线课程需要技能、

新的教学法思维方式和资金。在目前急于快

速适应远程要求的情况下，这些都是紧缺的。

此外，大多数学者表示，远程教学比面对面

教学需要更多的时间，结果没有改善，满意

度也较低。 

不适当性 

当然，大量的课程和科目并不适合远程

教育，或者至少需要大量的创造力和资源。

显然，科学领域基于实验室的课程位于问题

列表的顶端。学生需要使用化学药品进行实

验，并在一般情况下获得实验室工作的感觉。

人文学科如舞蹈、音乐和戏剧也不适合在线

教学。 

学者群体——或者缺乏学者群体？ 

传统的大型本科讲座课程并不着重于深

入的知识追求，但如果与良好的讨论小组联

系起来，它们可以是相当有效的。人们常常

抱怨的是，大多数远程课程不能满足小组工

作、社区建设或学生之间或学生与教师之间

的交流。同样，有一些新的技术工具和教学

创新可以提供帮助，但这些工具往往是不可

用的，或者需要教师进行大量投入精力。 

考试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考核学生。书

面作业可以在网上完成，论文也可以在网上

完成，包括论文的陈述和答辩。但就（课堂）

考试而言（考试是最常见的评估形式，尤其

是在本科阶段和大群学生中），人们不仅担心

作弊，还担心隐私（通过使用软件检查考试

期间的在线不诚实行为）。据荷兰学生会称，

谷歌、Facebook和欧洲领先的供应商 Proctor 

Exam对算法的使用引起了严重关注。如果学

生没有得到该软件的许可，他们将无法参加

考试，并将推迟学习。 

机遇 

这种讨论并不意味着在线教育的突然兴

起完全是负面的。当然也有机会，这取决于

机构如何利用积累的经验。在教与学及研究

中运用信息技术，可成为我们工作中更重要

的组成部分。教师可以与国外的同行合作，

请以前只能通过教科书才能看到的专家来做

客座讲座，从而扩大课程的范围。正如我们

和其他人多年来所倡导的那样，协作式在线

国际学习、国内国际化和课程国际化是海外

学习的替代选择，但这需要领导承诺、战略

规划、强有力的教学支持、资金和时间，然

而这些都不是即兴得到的。 

朦胧的未来 

如今，远程教育无处不在，这是必要的；

但它并不一定是非常成功的。已经有证据表

明，许多本科生不喜欢通过远程教育完成他

们的学期。学业完成率可能会受到影响。由

于许多原因，本科生更喜欢线下的校内教育。

不过，在许多国家已经很普遍的混合教育

（hybrid，在校园课程中结合的远程课程）很

有可能会扩大。已经广泛使用在线课程的硕

士学位课程，特别是在商业和管理等专业领

域，可能会在范围和数量上扩大。但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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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10 年前慕课（MOOCs）并没有带来许多

人预测的教育革命一样，今天向远程教育的

大规模且匆忙的转变也不会发生。不过，这

次希望通过整合在线课程来提高整体课程和

项目的质量和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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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教育和全球需求 

尼尔·肯普 

尼尔·肯普（Neil Kemp）：国际高等教育顾问、英联邦教育委员会（Council for Education in the 
Commonwealth）董事会成员 

电子邮箱:neil.kemp@nkeducation.com。 
 

英国远程教育学位课程的国际学生入学

人数在过去 5 年里停滞不前，这是因为许多

大学试图扩大招生。最近的数据表明，英国

远程教育学位课程录取了 12 万名居住在英

国以外的学生。这与五年前的水平相同，如

果没有三所英国大学建立新的远程教育合作

关系，这一数字将会下降 11%。 

大学将发展远程教育服务视为增加全球

入学人数的一种手段，而寻求削减移民的英

国政府热衷于将大学的焦点从招收国际学生

到英国本土校园上转移。一些英国大学通过

采用创新和有针对性的方法实现了增长。例

如，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提供一系列在线硕士学位;索尔福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lford）和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建立了新的欧洲伙

伴关系；西苏格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Scotland）在印度也取得了类似的结

果。重要的是，伙伴关系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一个强大的本地伙伴可以支持教学、营

销和招生。 

学生们分布在哪里? 

英国在超过 200 个国家提供远程教育学

位项目，其中大多数注册在与英国有历史联

系的国家和地区——加拿大、塞浦路斯、巴

基斯坦、新加坡和美国。这与英国大学的招

生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来自中国、印度、

德国和其他一些欧盟国家和地区的学生都在

英国大学招生人数的前十之列。 

对于远程教育的需求零星分散在许多国

家，这是一个挑战；在这些英国远程教育就

读的学生数少于 100人的国家有 104个之多。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少数几所大学的招生占

据主导地位：在塞浦路斯，一所英国大学招

收了 95%入学英国大学远程课程项目的塞籍

学生；在巴基斯坦，一所英国大学招收了 87%

入学英国大学远程课程项目的巴籍学生。 

全球供应商 

根据现有有限的数据估计，可能有 40万

名国际学生用英语学习远程教育学位课程，

这些课程的提供国家主要是英国、美国、澳

大利亚、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和南非。2017

年，澳大利亚的海外注册在校人数为 7 390

人，但比前一年下降了 5%。另有 6 850名学

生参加混合授课课程。美国 2018年的数据显

示，美国以外地区的注册学生数为 42 600人，

每年增长 5%。考虑到有 300万美国学生注册

了完整的远程教育学位，600 万美国学生在

线学习某些课程模块，这个总数与英国的入

学人数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美国国内现有的

远程教育项目数量是否会为国际增长提供一

个跳板? 

规模很重要 

就学术和财政适当性而言，是否有一个

最佳规模？已有模式显示：2018-2019年间，

英国提供国际远程教育的 100 多所大学中，

有三所大学了近一半的国际远程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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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时，有三分之一的大学称他们录取的学

生人数少于 100 人。分布是不平衡的，尽管

详细情况更加微妙，低数字表明许多大学可

能正在努力求以生存。 

偏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也很明显。

在 1 100所提供远程项目数据（2018年）的

美国大学中，大多数学校的非美国学生不到

100 人，其中 7 所大学招收的国际学生数占

国际学生入学总数的 40%。在澳大利亚，只

有一家机构报告入学人数超过 1 000 人，56

家提供服务的机构中只有 5 家入学人数超过

500 人；同样，大多数院校的招生人数少于

100 人。低入学率意味着低收入，最终一所

大学可能无法支付开发和交付成本。此外，

远程教育程序的定价显得较为混乱。例如，

英国公立大学远程MBA项目的学费从 8 000

英镑到 4万英镑不等。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

远程教育学位课程提供可能会趋于合理化，

以致提供此类课程的大学数量减少。 

慕课模式 

过去 10 年，慕课课程（MOOCs）注册

学生超过 1.2 亿人；虽然这是成功的，但增

长速度正在放缓。全球共有 50个基于慕课的

学位，但注册学生数可能略高于 2 万人，其

中就读佐治亚理工学院（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计算机硕士学位人数占一

半以上。价格和声望都是招生的关键因素，

而佐治亚理工学院符合这两个标准：全球排

名高，全额硕士学费仅为 9 000美元。（不太

知名院校的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的学费通常

超过 1.5万美元。） 

然而，大多数慕课学生只学习一两个模

块，完成率仅为 3%。他们的动机多种多样：

休闲、专业兴趣，以及“了解过”哈佛或麻

省理工课程的声望。 

机遇和挑战 

在全球范围内，与国际流动学生（每年

超过 2 500万）相比，40万远程学习入学人

数似乎不算多，但可能持续增长吗？对远程

学习持乐观态度的最初理由仍然很充分，因

为他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学生选择；提供有质

量保证的国际学位和专业认证；灵活地提供

服务，以适应就业和家庭；通过规模经济；

为弱势群体和受歧视者提供机会，无论他们

住在哪里。从本质上讲：教育随时随地、以

任何方式、在任何地方、（几乎）为任何人提

供。 

但挑战依然存在：文化偏见，学生更青

睐校内课程；缺乏国家对（外国）远程学位

的认可；虚假学校破坏声誉；学费高昂；以

及新的国内学校满足当地的教育入学需求。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学习的欲

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而富有想象力的方法

将继续演变。远程学习提供了另一种途径，

既可以与校园学位并行，也可以与之整合。

寻求参与其中的大学需要明确自己的动机，

将远程学习整合到他们的国际战略中，并全

面了解全球需求。这需要长期的承诺和投资

（考虑 10 年）；市场的优先考虑；制定相关

项目和交付模式；提供具有专业认可的专题

课程；加强利用双方优势的国际伙伴关系；

将远程课程与校园课程相结合，增强学生的

可迁移性。毅力、理解和耐心是极其宝贵的

财富。 

新冠肺炎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疫情还在快速

发展，但有一种反应是，许多大学都采用了

远程学习解决方案。这是短暂的，还是会导

致大学和潜在学生态度的改变?之前的大多

数学生调查显示，相比远程学习学位，学生

更喜欢校园经历。校园经历的激励因素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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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在网上复制，因为它们意味着面对面的

互动——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雇主之间的互动。然而，现在可能改变的是

更多的在线课程，就像近年来在美国已经看

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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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国家的国际化政策 

汉斯·德·威特 

汉斯·德·威特（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各国政府越来越把高等教育国际化视为

经济发展、贸易和声誉的重要因素。因学生

及教职员流动加剧、各分校及国际院校日益

增多，以及吸引国际人才的激烈竞争，高等

教育机构及各国政府正积极调动力量，推动

国际化进程。 

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战略和计划是各国

政府为发挥积极的决定性作用而做出的最具

体、最直接的尝试，但它们的方法、理由和

优先事项却有很大的不同。在澳大利亚、加

拿大、法国、德国、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政

府的议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对国际化的更多

关注。 

Crăciun 于 2018 年开展的一项全球国家

政策普查显示，只有 11%的国家制定了官方

的国际化战略，大多数国家是在过去十年中

采取的。这些战略主要是由高收入国家制定

的——四分之三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制定的。欧洲国家率先在国

家层面上推进国际化战略思考，三个国家政

策中的两个都来自这个世界地区。 

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采取促进国际

化的措施。事实上，为了支持国际化进程，

许多国家既采取了直接措施（如重新评估其

签证政策，给予国际学生和学者优惠待遇，

通过谅解备忘录建立双边或多边协议，通过

自由贸易协定促进跨国教育），也采取了间接

措施（如支持政治话语国际化，给予大学国

际化活动自主权）。 

国家政策作为催化剂 

国际化战略和计划大多仍是在制度层面

上制定的。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机构

的运作没有一个国家计划。在确有国家计划

的情况下，机构的运作可能与计划相冲突或

与计划相一致。国家政策可以作为国际化进

程的催化剂或某种阻碍，但大多被视为促进

国际化进程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它们将

国际化与其他关键的国家优先事项（如经济

增长和国家安全）相结合。它们鼓励机构和

个人通过国际化来协助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总之，国家国际化战略和计划不仅提供了国

际化的表现形式，而且形成了关键行动。 

但是，假定这些国家计划有共同的理由

和办法，那将是一种误解。高、中、低收入

国家之间在政策和做法方面存在差异。此外，

显性和隐性的政策与实践也有所不同，一些

国家有详细记录的计划，而另一些国家没有

计划，但有明确的活动。 

关键指标 

总的来说，文献指出了几个关键指标，

可以用来指导对国家国际化政策进行更系统

的反思： 

参与：政府能以直接（例如，通过明确

的政策文件推进国际化并对实现这一目标投

入指定用途的资金）或间接（例如，以话语

形式来支持国际化，允许大学用自己的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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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发展国际化）参与。 

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可能来自与高

等教育相关的一个广泛的生态系统教育，包

括各部门（如教育部或外交事务部）、其他国

家机构、私营部门、国际组织、区域机构和

机构等。 

历史：虽然政府对国际化的间接支持由

来已久，但更直接和战略性的行动、政策和

计划直到最近才出现。 

地理焦点：总体而言，国际化的区域化

趋势日益明显。欧洲的政策就是一个最好的

例子。放眼全球，国家国际化战略在欧洲盛

行，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并不盛行。 

战术焦点：有些策略是相当通用的，而

另一些策略则有特定的焦点或行动线，定义

了活动或兴趣的范围（例如向内或向外的流

动性）。 

有效性：人们对国家政策的有效性知之

甚少。这可以解释为，大多数政策都是最近

出台的，所以很少（如果有的话）研究评估

政策作为工具的有效性。因此，证据通常是

轶事或依赖于与跨境国际化（即国际学生流

动性）相关的量化措施。 

政策模拟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制定国家政

策的过程大多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或与入境

流动（例如在印度）有关，或与跨境流动（巴

西）有关，或与双向流动有关。流动性是大

多数政策和计划的中心，其次是研究和出版

合作；网络和联盟；提高质量，力争达到国

际质量标准。“本土国际化”、“课程国际化”，

以及国家和外语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大都缺

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社会公正、包容和

公平等问题。尽管这些政策的数量明显增加，

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模仿”，这些国家

似乎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西方国际化范式，高

度关注流动性、声誉和品牌，以及发达与发

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它们似乎

通过奖学金计划的结构和条款、地理优先事

项以及在教育和研究伙伴关系方面的选择，

维持了高收入国家的主导地位。需要更加重

视区域合作（南南网络和伙伴关系），更加注

重国内课程的国际化，以突破高收入国家的

国际化模式，并根据地方、国家和区域的情

况、文化和优势因素等制定政策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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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学吸引国际学生 

西蒙·莫里斯·兰格、科尼利亚·舒 

西蒙·莫里斯·兰格（Simon Morris-Lange）：德国对外情报局移民部研究部门的副主任 

电子邮件：morris-lange@svr-migration.de 

科尼利亚·舒（Cornelia Schu）：SVR Migration负责人 

电子邮件：schu@svr-migration.de 
 

在德国大学学习的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多。这些学生在全国分布不均。在我们最

近的一项研究《反人口下降——德国规模不

断缩小的大学如何吸引和留住国际学生

（Countering Demographic Decline – How 

Germany’s Shrinking Universities Attract and 

Reta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中，我们发现，

在德国 263 所公立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中，

目前有六分之一学校的入学人数（显著）低

于 2012年。原因在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德国

某些地区的低出生率和人口减少意味着某些

地区的国内学生数量正在下降。这也就是为

什么现在有 41所大学在缩减规模，而且这一

趋势还在增加。这种低迷还加剧了德国劳动

力市场的技能短缺，例如机械工程等一些行

业已经感受到这种情况。 

国际招生 

德国规模不断缩小的大学正以不同的方

式应对国内学生人数的下降。在其中的 26所

大学中，这种下降与国际学生人数的大幅增

加齐头并进。2012 年至 2017 年，这些大学

招收的国际学生人数大幅度增长了 42%。虽

然国际学生仍然只占这些院校学生人数的一

小部分（即 12%），但他们已经在帮助弥补国

内学生人数的下降。展望未来，这些学生还

将有助于提高这些大学的国际知名度。 

最新的人口预测显示，德国大学数量的

减少预示着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大学也将

很快面临挑战。因此，他们应对国内学生人

数下降的方式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 SVR 移民局（SVR Migration）

进行了一项研究，以了解缩减的大学如何吸

引国际学生，为他们的学习项目做准备，并

在他们毕业后留住他们在当地就业市场。 

德国规模缩小的大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往往较低，也不像顶尖大学或位于主要国际

城市的大学那么引人注目。然而，即使是规

模缩小的大学也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德国

大学教育被广泛认为是大家都渴望获得的，

而且学费比大多数其他国家低得多。然而，

大学的系统障碍使其更难以吸引国际学生：

德国的大学录取过程是复杂的，学生签证签

发常常延迟，和许多未来的学生必须花大量

的时间和金钱证明他们有必要的语言和学术

能力。我们的研究表明，规模缩小的大学正

在更好地克服这些障碍。他们在一些留学德

国相关的机构中接触潜在学生，例如在德国

的语言学校和国外的合作大学/学校，以及越

来越多的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对准留学生

进行宣传。 

新的绿色通道项目 

然而，招收学生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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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德国，国

际学生在攻读学士学位时的平均辍学率为

45%，攻读硕士课程的平均辍学率为 29%，

高于德国学生的比例（分别为 28%和 19%）。

这高于德国同龄人的比例（分别为 28%和

19%）。为了帮助降低辍学率，我们所选的规

模缩小的案例大学提供了德语语言课程、定

向计划和其他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并不总

是在所有项目中提供，或者只有那些积极寻

求帮助和指导的人才能获得。很多留学生等

了很久才发现有什么支持，或者根本就没有

发现任何支持。这就是为什么考试成绩不佳

和其他警告信号往往直到为时已晚才被发现

的原因。德国的预科学院（Studienkollegs）

传统上负责为国际学生开设为期一年的预科

课程。作为补充，一些大学现在推出了自己

的一到两个学期的绿色通道课程。这些通往

德国高等教育的替代性途径可能被证明是学

术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到目前为止，在

16个联邦州中，只有 5个州的大学被合法允

许运行整合大学入学考试的绿色通道项目

（勃兰登堡、不来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

萨尔和图林根州），即使是这些联邦州也仍还

在开发和测试相关项目的过程中。 

未来的移民 

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不仅被视为学生，而

且被视为技术移民，他们可以帮助弥补德国

经济中迫在眉睫的人才短缺，特别是在正在

萎缩的大学城及其周边地区。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城镇的大学为那些打算留下来的学生提

供支持，有些甚至是与地区伙伴组织合作。

其目的是帮助毕业生顺利进入德国就业市

场。规模缩小的大学为留学生提供了参加职

业发展研讨会的机会，这些研讨会是根据他

们的需求量身定做的，并让他们与当地企业

接触。到目前为止，这种定制的支持已经得

到了来自德国联邦政府和联邦州政府以及欧

盟的项目赠款的资助。然而，一旦政府临时

拨款用完，这种临时拨款是否还能继续，还

有待观察。 

欧洲大陆老龄化问题的教训 

德国规模不断缩小的大学已经面临着这

些挑战和其他挑战。不过，在未来，德国和

其他欧洲国家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就是

为什么大学及其合作伙伴应该为国际学生提

供更灵活的高等教育选择，以及相关的支持。

此外，应该更多地促进国际学生从学习到工

作的过渡。从 2020年 4月开始，德国政府第

二批“让难民融入的学位课程”（该项目对所

有国际学生开放）可以被视为朝着正确方向

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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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的研究环境中管理国际化 

汤米·史 

汤米·史（Tommy Shih）：瑞典研究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基金会政策顾问（Swedish Foundation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and Higher Education）、隆德大学（the Lund University）战略国

际化高级顾问 

电子邮箱: tommy.shih@stint.se 
 

在过去十年中，国际化在世界各地的大

学战略文件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在研究方

面，国际化指的是寻求纳入全球层面的活动

和进程，以提高研究影响和质量。实践证明，

国际化对研究工作产生了一系列积极影响，

如提高生产力和质量、增加研究成果的传播、

拓宽资源获取渠道、加强思想的培养和交流

等。虽然人们承认，国际化为国内的研究机

构和高等教育机构创造了附加值，但最近它

也成为国家和机构层面的一个战略问题，因

为今天有更多的国家参与了高水平和高质量

的科学活动。其中一些国家传统上并不被认

为是科学强国。  

在这些国家中，中国正在脱颖而出。中

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科研文章生产国，在

许多领域，包括在质量方面，中国与欧美还

有一定差异。其研发投资总额超过了欧盟。

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科研产出快速增

长的国家。印度、卡塔尔、巴基斯坦、沙特、

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也迅速提高了科研能力。

在欧洲，这种发展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并没有

被忽视，这也是国家和多边层面的许多讨论

话题。 

欧洲国家提高认识 

近年来，欧洲大学管理部门不断提高对

科研国际化问题的认识并采取相关行动，如

出口管制法规、国家安全问题、数据管制、

道德倾销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以结

构化方式处理这些问题的需要，而不仅仅只

有美国。在瑞典，学术界、民间团体和政府

的代表越来越关注国际化应该负责任地进

行。大学管理部门特别关注评估与国际合作

相关机遇与挑战的必要性。这种需求特别重

要，特别是当大学欲与科研系统迅速发展的

国家或与有腐败问题的国家合作时。 

最近，由隆德大学（the Lund University）、

卡罗林斯卡学院（the Karolinska Institutet）和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组成的瑞典研究密集型大

学网络，与瑞典研究和高等教育国际化基金

会（the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一

起，开始共同努力，为负责任的国际化提供

指导方针，并推动在国际背景下建立合作关

系的研究人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其中特别

关注与科研系统发展迅速的国家一起参与的

合作。在这类合作中，平衡在这种环境下工

作的利益与风险尤为重要。虽然合作通常是

在个人之间形成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研

究活动是在具有不同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机构

环境中进行的。已经发现的一些风险涉及不

同的领域。在我与瑞典的研究人员、行政人

员和大学管理层的讨论中，一些最紧迫的问

题包括：试验对象或研究人员人身安全的实

际风险；道德倾向；技术的双重使用；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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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自由的限制；对大学或研究人员的声誉风

险；以及因（与某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合作受）

牵连有罪的问题。 

当然，这些风险不仅存在于与新兴科学

国家的研究人员的合作中，它们也可能涉及

到与高收入/西方国家的研究人员的合作。然

而，科研系统的迅速发展有时与监管的滞后

和缺乏处理相关问题（例如违反伦理或侵犯

知识产权）的经验相关。此外，独裁国家经

常因攻击学术自由和不尊重人权而受到批

评。然而，这些条件本身不应该成为限制全

球科学合作的理由，除非一些明显的例外情

况。 

迈向结构化的方法 

长期的解决方案必须是保持开放的边界

和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以及负责任的科研

实践。历史已经证明，这对于促进科学造福

人类和寻找解决全球挑战的方法是必不可少

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应该忽视我们面临的

明显挑战，即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科学格局以

及科学、政治和商业之间的模糊界限。今天，

国际化需要以一种更有见地和更负责任的方

式来进行，甚至是在研究人员的个人层面。

在这方面，瑞典大学网络有关键的维度需要

考虑：与谁合作、为什么合作以及如何合作;

机构的自主权；文化和社会背景；法律环境；

以及研究伦理。 

大学及其管理团队需要意识到，他们有

责任为从事国际合作的科研人员建立一个有

利的、知情的和结构化的环境。需要一个结

构化的过程、行政支持和资源来识别、评估、

处理和监测国际合作的机会和风险。大学的

前进之路必须是提高其管理国际化的资质和

能力，以减少风险并增加互惠互利的可能性，

而不是设置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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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以不同的速度跨过门槛 

Lucia Brajkovic、Robin Matross Helms 

法哈德·阿里穆罕默多夫 

法哈德·阿里穆罕默多夫（Farkhad Alimukhamedov）：法国图卢兹大学（the Université de 
Toulouse）LaSSP、Sciences Po Toulouse和 LabEx SMS项目的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箱：farkhadalimukhamedov@univ-toulouse.fr 
 

尽管地处内陆地区，但中亚国家在制定

其高等教育政策时，受到了全球变化的重大

影响。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五个国

家虽然在苏联解体后的过渡时期经历了类似

的挑战，但它们所制定的国际化政策却呈现

出明显的差异。例如，哈萨克斯坦在 2010年

加入了《博洛尼亚宣言》，成为欧洲高等教育

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的成员，

而土库曼斯坦在 2013 年才采用了学士-硕士

两级制。 

大的改变始于小的步骤。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一些大学（如哈萨克斯坦管理经

济战略研究院[the KIMEP University]和吉尔

吉斯斯坦的中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和该地区的学院（学校）开始

提供英语课程。几年后，该地区建立了与外

国合作伙伴的新大学（如哈萨克-英国技术大

学[the Kazakh–British Technical University]、

吉尔吉斯 -斯拉夫大学 [the Kyrgyz–Slavic 

University]）和外国大学的分校（威斯敏斯特

国 际 大 学 [the Westminst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和乌兹别克斯坦都灵理工大学[the 

Tur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in Uzbekistan]）。

目前，三国政府在文凭认可和国际教职员工

和学生的招聘方面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显示

出对国际化的重视。 

学生流动是国际化的优先事项 

学生流动在这五个国家都扮演着重要角

色。目前，大多数出国留学的中亚学生都是

“自由移民”。“考虑到该地区参与国际学生

流动的参与者越来越多，对海外流动的干扰

减少，以及更快的认可，他们的人数在未来

几年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根据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中亚学生的出国流

动率超过 10%，是世界上最高的。2016年，

约有 9万名哈萨克斯坦留学生出国（2019年

约有 7 0000 名），净流动比率超过 11%。然

而，这远远低于哈萨克斯坦 2012-2020 年学

术流动战略规定的目标（这个目标为：到 2020

年，哈萨克斯坦学生流动的总人数占到

20%）。尽管乌兹别克斯坦的海外学生人数低

于哈萨克斯坦（2017年为 3.4万人），但海外

学生流动比例超过 12%，正在稳步增长。土

库曼斯坦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出国留学人数

（2014年为 4 7456人）超过在国内学习人数

的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除

吉尔吉斯斯坦（2017年国际流动学生净流量

为 3 397 人）外，其他四个国家都是“学生

输出国”。 

俄罗斯接待了中亚近 60%的学生。它的

卓越地位是由于俄罗斯大学相对更好的质量

和排名，以及历史、实践和语言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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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的数据显示，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科学合

作伙伴。牛津大学比较与国际教育副教授

Maia Chankseliani 博士用世界体系理论解释

了后苏联时代的出国留学人员流动：“虽然对

核心国家来说是外围国家，但对后苏联国家

来说，俄罗斯是一个核心国家。” 

作为一个群体，中亚学生没有一个主要

的第二留学目的地国家。许多因素，如政治

稳定和经济表现，学费和生活成本在目的地

国家可能会影响他们的选择。例如，乌克兰

的政治危机对土库曼学生的流动产生了直接

影响，移民流部分转向了白俄罗斯。捷克共

和国、拉脱维亚、匈牙利和波兰也成为留学

目的地国家，这表明中欧国家对吸引国际学

生的兴趣不断增加，相关的动态也在不断变

化。前往捷克共和国的哈萨克斯坦学生人数

和前往拉脱维亚的乌兹别克学生人数的迅速

增加，显示出该地区的海外流动学生如何分

散到新的目的地。一些东道国的选择也可能

受到短期工作机会的影响，因为学生身份也

提供了兼职工作机会——这是自费学生的一

个重要因素。 

国际化具有长期目标的战略 

在大多数中亚国家，国际化进程正达到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工具慢慢走向目标。

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展示了不断变化的理

论，并试图将重点放在结构变化上。国际化

被认为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引进新的教学趋势

和研究方法的一种途径。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以质量、国际科学

合作和协调为目标，对教育作为扩大其他文

化的跨文化能力和知识的手段所发挥的日益

重要的作用表示关注。基于 SCI 期刊文献计

量指标（sci mago）的中亚国家绩效数据也表

明，它们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合作。

因此，哈萨克斯坦，一个主要的学生输出国，

也正成为一个主要的东道国，越来越多的国

际学生。根据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的数

据，2019年，哈萨克斯坦的大学共接待了超

过 2.5万名学生，比前一年多出 9 000名。 

国际排名和国际认可在国家高等教育战

略和计划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

学术排名显示中亚大学几乎不属于一流大学

的范畴，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泰晤士报

高等教育 2020世界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20）》，

在全球前 1400 所大学中有两所哈萨克斯坦

大学。根据 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前 1000

名中有 10所哈萨克大学，显示了学术界和政

策制定者提高机构地位的努力。乌兹别克斯

坦还决心通过为外国大学提供更多的机会

（例如，在 2023 年之前免除它们的所有税

收）来推进其国际化进程。 

当前，中亚大学正努力抓住国际化带来

的机遇。“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的结

果表明，中亚国家（特别是哈萨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在“高等教育

国际学生流动与能力建设”项目中的参与率

高于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同欧洲联盟的合作

也可能增加区域合作，并提供新的机会之窗。

在新的流动框架中，与外部伙伴大学（俄罗

斯、中国或美国）的三方合作也可能影响中

亚青年的区域间流动率和区域认同。 

总之，该内陆地区的国际化进程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流动性之外，质量和

国际合作等其他重要因素也变得越来越重

要。然而，每个国家都处于不同的国际化进

程阶段，两者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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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内部困境 

杨锐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 

电子邮件：yangrui@hku.hk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国际主义为核心

的。然而，它经常被误解为在西方主导的全

球背景下模仿西方的经验。这种理解在理论

上是不准确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作

为更广泛的文明相互作用的一部分，高等教

育的国际化必须像文化的双向交通流动。在

这个过程中，大学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既作

为产品，也作为生产者。人类社会的每一个

成员，既要善于学习他人，也要善于接触世

界。 

好故事，但讲得不好 

从历史上看，中国在学习别国方面做得非常

好，但在走向世界方面却远远落后。尽管中

国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但它并没

有成功地分享自己的故事。中国文化还没有

在世界许多地方开花结果。中国在国外的受

欢迎程度还有待提高。尽管中国有着悠久而

丰富的历史，但人们并不认为中国有吸引力。

中国文化及其象征对许多其他国家来说并没

有强大的吸引力。尽管中国进来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发展，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出

口”并没有出现爆炸式增长。 

这一问题在孔子学院的运作中尤为明显，孔

子学院在国外常被指责为北京以教学形式进

行宣传、干扰校园言论自由、甚至监视学生

的渠道。尽管指责和怀疑往往是基于文化偏

见，但中国方面的争论也存在一些问题，主

要是由于其文化的内部困境。 

到西方大学参观的中国游客通常都有一个熟

悉的经历，那就是除了那些专门研究中国的

人，很少有校园里的人了解中国文化。这与

中国大学里对西方的广泛了解形成鲜明对

比。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中国在经济和技

术发展上落后于西方，这并不是一个充分的

解释。还有更为根本的原因。 

中国的内向型文化特征 

在漫长的王朝历史中，中国文化对周边社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

对其他文化却几乎没有表示出什么兴趣。佛

教是两千多年前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根据梁

朝学者释惠教（公元 497-554 年）所著《高

僧传》，这一举措最初是由印度僧人所作。一

些中国僧人和信徒后来前往印度朝圣。然而，

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儒学和道教，并没

有随之来到印度。 

道德经以《唐书》为基础，曾被翻译成梵文。

然而，据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说，它是否传

入印度还有待证实。即使它被翻译成梵文，

也没有对印度文化产生任何影响，在今天的

印度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汉朝（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年）和唐朝（公元 618年～906

年）期间，许多佛教经典被翻译成中文，很

少有中国经典被翻译成梵文并在印度传播。 

从历史上看，从公元二世纪开始，印度和中

亚的僧侣就经常到中国来。有些人甚至在那

里度过了余生。相比之下，中国朝圣者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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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公元 220-280 年）才开始前往印

度和中亚，他们的人数要少得多。此外，当

时中国人出国旅游的唯一目的就是取经。他

们中没有人试图把中国文化带到印度。 

从隋朝（公元 581-618 年）开始，日本、韩

国和越南的僧侣和学生就到中国来学习佛教

和儒家经典。他们还学习了中国的音乐、舞

蹈、建筑和烹饪。他们查阅了许多涉及广泛

主题的中国书籍，包括文学、历史和传记。

相比之下，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对日本、韩

国和越南的本土文化传统表现出很少的热

情。 

从 19世纪初开始，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到西

方学习，而西方大学也在中国建立起来，向

中国社会传播思想和宗教价值观。到 19世纪

晚期，中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

学都是以西方经验为模板的。直到今天，中

国的文化混合还没有被重新平衡。中国一直

未能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服务于其社会和文

化需求的价值和知识体系。在这段时间里，

中国文化是通过西方传教士而不是中国人传

入欧洲的。在整个过程中，中国一直在积极

向西方学习，很少向国外传播自己的价值观

和文化。 

吸收与输出的不匹配 

中国一直在吸收其他文化，却没有将自己的

文化传播出去。这种情况既发生在中国强大

的时候（如汉唐时期），也发生在中国相对弱

势的时候（如晚清时期 1644～1912 年）。因

此，除了少数汉学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

人民和社会的了解极其有限。对大多数人来

说，中国文化无非就是举大红灯笼和赛龙舟。 

国际化必然是世界文化之间的一种互让关

系。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是人类共同

追求的目标，但在文明的互动中却鲜有体现。

当遇到其他民族时，国家会表现出不同的态

度和特征，这决定了它们国际化的进程和结

果，而且在全球地缘政治不对称的情况下，

与它们互动的人的态度和特征进一步将这一

进程和结果复杂化。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已经显示出其吸收外来

元素的非凡能力。令人惊讶的是，它在输出

自身文化的方面一直有所迟疑。在这方面，

它被广泛承认的复杂性并没有多大帮助。相

反 ， 它 导 致 了 “ 中 国 中 心 主 义 ”

（Sino-centrism），在近代时期从一种傲慢感

变为另一种屡败屡战的自卑感。然而，这两

种感觉都是这种文化内向本质的标志——局

限于自己的舒适区，而没有向前发展。中国

的过去强烈地塑造了它对世界、对自身以及

对其在世界上地位的看法。现在是中国政策

和知识精英们对这一历史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的时候了。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就一直在等待

别人来赞美他们的文化，自 19世纪起中国人

又远渡重洋向西方寻求真理和知识。在当今

这个人类空前互联互通的时代，在中国力量

崛起的基础上，领导层希望展现中国在全球

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内向的文化特质在个

人、制度和系统层面都充分表现出来，表现

落后于预期。孔子学院输出中国文化的低效

率只是一个例子。在追求真正国际化的过程

中，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成员迫切需要重新

调整他们的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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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的人才计划是中国的战略目标 

万晓峰 

美国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招生副院长和国际招生协调员 

电子邮件：xwan@amherst.edu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国教育部宣布了

一项涉及高考的重大改革。这项名为“强基

计划”的改革旨在通过加强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历史、哲学和中国古文字等基础

专业的教学，使大学教育与中国的国家战略

目标相结合。毕业生将被输送到与国家利益

相关的行业，如高端芯片、软件和人工智能、

新材料、先进制造、国家安全，以及顶尖人

才稀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36所高校将成

为该计划试点单位，这 36 所大学也是 2015

年启动的中国“双一流”建设计划中被列为

“A类大学”的高校。 

该计划的宣布也标志着自 2003 年开始

实施的自主招生计划的结束，自主招生计划

允许精英大学通过结合学校标准和高考成绩

来甄选顶尖人才。通过自主招生计划，成功

的考生通常在录取过程中享有显著优势，包

括较低的高考分数门槛。该项目旨在帮助高

校招收在某一特定领域有天赋但在综合高考

中表现不佳的学生。在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利用自主招生计划的大学在选择他们想要的

学生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录取过程中

的主观成分经常因为缺乏透明度和模凌两可

的录取操作而招致批评。 

“强基计划”不仅仅只是一种像自主招

生计划一样的招生策略，考虑到其使命驱动

的本质，它将招生过程扩展到未来几年的人

才培养。按“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不能像

按自主招生计划录取的学生一样，在大学期

间自由选择专业。换句话说，学生在大学四

年以及后续的研究生学习道路在入学时就已

经确定了。 

“强基计划”的目标学生和录取过程 

“强基计划”只对两种类型的学生开放。

第一类是高考成绩最高的学生;第二种是在

高考成绩优异的基础上，在某些学术领域表

现出非凡天赋的学生。 

与自主招生计划在高考成绩公布前就开

始招生不同，“强基计划”以高考为中心，因

为高考成绩将成为参与大学筛选学生的主要

标准，取代了奥林匹克竞赛、研究论文或专

利等学术奖项。大学将结合考生的高考成绩、

学校自己的评估成绩和高中的综合素质评估

成绩组成一个综合成绩。其中，高考分数占

总分的比重不低于 85%。 

前所未有的好处 

按“强基计划”入学的学生享有多项特

权:特别指定的班级，配备一流的师资、丰富

的学术资源及小班教学；放宽研究生课程的

入学要求；受资助的出国留学机会和奖学金；

享用国家级研究实验室和设备；加强就业服

务。目前还不清楚每年会有多少学生根据“强

基计划”入学。在此之前，根据自主招生计

划，大学入学人数的上限是不超过一年级新

生人数的 5%。 

在自主招生计划项目中，优秀学生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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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主要基于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学术研究

中的表现等。毫无疑问，这让资源饱和的一

线城市的学生获得了竞争优势，并进一步使

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学生处于不利地位，尤

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在“强基计划”

制度下，由于高考占据了中心地位，学生有

了相对平等的竞争机会，确保了更多来自贫

困背景的学生得到考虑。 

同样的计划，不同的方法 

2020年 1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

社会突然中断了三个月。现在疫情已得到控

制，全国各地的学校已逐渐开学。第一批恢

复校园学习的学生是即将参加被推迟的高考

（7月 7日至 8日）的高三学生。“强基计划”

试验点的大学也公布了期待已久的招生指

南。 

试点院校将其最好的资源投入到“强基

计划”组别中，承诺为所有获选学生提供量

身定制的学术道路。2020年 5月 7日，以强

大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即 STEM

学科）而闻名的清华大学宣布了今年强基计

划项目的录取计划。这所精英学府创建了三

个学术轨道，包括以学术为重点的基础科学，

设有数学、物理和化学专业；以工程预科为

主的基础科学，设有生物化学和应用力学专

业；以及基础人文学科，设有中国古文字、

历史和哲学等专业。学生们将被安排在五个

特别设计的学院，以磨练他们在各自领域的

技能。学校也为“强基计划”的学生设置了

一个连续的本硕博连读的路径。 

同一天，中国另一所一流大学北京大学

也公布了自己的招生指南。与清华大学的三

个专业类似，北京大学也设立了三个类别，

但明显强调其著名的人文专业，如历史、哲

学和中国古文字，以及科学、物理、数学、

生物科学和医学专业。 

要想被清华、北京以及其他参与选拔的

学校录取，学生必须达到所在省份一级学校

的最低高考分数门槛。在某一学术领域具有

非凡天赋的学生，在全国竞赛中至少获得二

等奖。据说，学校评估所测试的知识远高于

普通高中课程的教学大纲，甚至超过了严格

的高考。与教授评委组面对面的面谈记录增

加了额外的审查和评估层面。 

这前所未有的改革和资源配置，标志着

中国为自身战略发展培养自给自足人才的雄

心。然而，异乎寻常的高录取标准表明，只

有少数学生将被选中，这些学生代表了中国

最优秀的年轻人。对于这些被选拔出来的少

数人来说，大学今后的四年或之后的研究生

学习已被安排好，这也就保障了其今后发展，

但同时他们的未来也变得可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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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和高等教育 

李爱思、艾伦·鲁比 

李爱思：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li.aisi@nu.edu.kz 

艾伦·鲁比（Alan Ruby）：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 

电子邮件:alanruby@upenn.edu 
 

大多数关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也

被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评论都是关于

基础设施、港口和铁路。这个项目已经投入

了 9 000 多亿美元，很难想象学术和知识合

作会不受影响。事实上，迄今为止，“一带一

路”已经催生了三个大学联盟。 

大学联盟 

2015年 5月，由西安交通大学发起的“新

丝绸之路大学联盟”（the Universities Alliance 

of the New Silk Road）在西安成立。现有来自

38个国家和地区的 151所大学，肩负着建设

丝绸之路学术带、促进区域开放和发展、加

强交流与合作的使命。尽管它的地理重点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地区，有 40多所中国

大学和 20多所俄罗斯大学；但它的许多成员

来自该地区以外——包括两所新西兰大学和

10多所法国大学。 

同年，来自 8个国家的 46所大学在甘肃

敦煌成立了“一带一路大学战略联盟”（the 

One Belt One Road University Strategic 

Alliance）。目前，“一带一路大学战略联盟”

已发展到包括来自 25 个国家的 170 多所大

学，旨在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共同的高等

教育空间，加强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促进

经济和社会发展。 

2016 年，“中国—中亚大学联盟”（the 

China–Central Asia University Alliance）在新

疆乌鲁木齐成立，成员遍及“一带一路”沿

线 7个国家的 51所高校。“中国—中亚大学

联盟”将定期举办论坛，加强中国与中亚之

间的学生流动和学分转换。此外，还将促进

孔子学院在该地区的发展。 

加入这些联盟的条件是宽松的。“一带一

路”倡议推动了这些联盟发展，但成员国并

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这些

网络包括中国沿海的大学，但这三个联盟的

创始成员或发起者都位于历史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位置。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而敦

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站点，历史上丝绸之路

最著名的路线是从东部穿越新疆到西北边

境。与中国东部和东南部更为知名的国际化

活动不同，这三个联盟让人们开始关注中国

在内陆地区的国际化努力。 

潜力 

在这三个大学联盟中，有两个明确表示

要发展一个类似于欧洲高等教育区域（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的共同高等

教育空间。这三个大学联盟都强调了它们作

为国际和区域间高等教育合作平台的作用，

其最终目标是推动更紧密的经济和社会合作

与发展。 

这些联盟的形成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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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结果，政府和大学对其建立和维护作

出了贡献。地方政府，省或市，似乎在财政

上支持这些联盟。甘肃省政府还设立了丝绸

之路奖学金，每年 500万元人民币（约 73万

美元），以吸引国际学生。如果学生需求增加，

这项特别的资助预计会增加。同样，作为“一

带一路大学战略联盟”的创始成员，西安交

通大学在联盟章程中明确表示将继续为联盟

提供资金。尽管中国政府没有设立一个中央

基金来支持这些联盟，但地方政府和大学的

财政承诺可能会促进它们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这三个大学联盟的目标是建立区域

政治和社会合作，但协作并不局限于地理或

文化上的邻近，这一点在它们各自的成员身

份中得到了体现。相反，这些联盟具有全球

视野，从中国延伸到亚洲甚至更远的地方，

延伸到欧洲和波罗的海国家。因此，在“一

带一路”倡议下深化区域高等教育合作，可

以理解为加强全球高等教育合作。毕竟，“一

带一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全球互联互通。

将不同层次的区域联系起来形成全球伙伴关

系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因此联盟既是区域

性的，也是全球性的。 

阻碍 

由于这些联盟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

立或阐明共同的标准。协调的高等教育政策

也相对缺乏。因此，现在讨论这些联盟内部

的协调和融合还为时过早。 

正如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

所表明的那样，创建一个共同的高等教育空

间并非没有障碍，需要时间，即使国家之间

存在一些文化和地理上的接近，以及大量的

劳动力流动。尽管文化和地理差异将涉及多

种语言、学术传统和学术日历，但“一带一

路”联盟正雄心勃勃地尝试开发一个共同的

高等教育空间。尽管进出中国的学生人数有

所增加，但与博洛尼亚流程相比，“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较少，这有助于推

动资质对接。不同联盟成员之间的教师流动

也存在障碍。工作签证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获

得，配偶和受抚养子女的教育机会的签证很

少或昂贵。三个联盟都未能提供研究基金，

而研究基金可以为持续的合作提供基础。 

展望未来 

许多人会认为，这三个联盟象征着中国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日益上升的领导地

位。然而，领导联盟的并非北京大学和清华

大学，而是西安和西部省份的其他城市，这

些城市在经济上开始崭露头角。因此，这些

合作网络并不是简单地视自己为中国成为国

际化领导者的雄心的象征，而是帮助那些通

常被边缘化的机构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得更多

的知名度。如果学生奖学金基金能够得以维

持，并且能够建立一个研究基金库，它们可

能会日益成熟，并开展更广泛的学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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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过于私立”？东南亚的价值观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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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高等教育的惊人增长在世界范围内

引来了一个重要问题：私立教育在多大程度

上是“过于私立”的？这个问题涉及了私立

高等教育部门的注册入学率和私立高等教育

部门的性质。衡量私立高等教育部门性质的

一个关键标准是私立高等教育部门是营利性

还是非营利性。在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和

越南，对于“过于私立”的问题，有一些重

要的常见的回答，也有一些有趣的不常见的

回答。 

本期的“私立高等教育”专栏考虑在不

同的环境下，谁和什么因素决定了不同的反

应。它强调了一种紧张关系，也就是高等教

育中私人存在的长期规范性不足与促进私立

高等教育发展强有力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力

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本次的文章引用了两项

国家案例研究，并对它们进行了对比。在东

南亚，菲律宾在高等教育总量和私立教育入

学率方面仅次于印度尼西亚，而且和印尼一

样，菲律宾的私立教育份额占多数，其中很

大一部分是营利性的。越南与泰国一样，在

总招生人数上紧随其后，但两者的私立比例

都相对较低——越南是共产主义的遗留问

题，共产主义认为任何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都

是过多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越南最近

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不

仅有私立高等教育部门，而且几乎完全以营

利形式存在。 

在“私立高等教育研究计划”（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的

分类中，东南亚是亚洲高等教育总量第三大

的次区域（subregion），仅次于南亚和东亚，

而大于中亚/西亚。然而，亚洲轻而易举地成

为世界上高等教育总量最大的地区（region），

东南亚（2015年）的入学率约为 1 800万，

超过或等于除欧洲以外的所有亚洲以外地区

的入学率。此外，亚洲以及东南亚次区域庞

大的私立入学率意味着该地区的私立高等教

育部门（800 万招生人数）很容易超过除拉

丁美洲以外的整个（非亚洲）地区的招生人

数。同时，亚洲（区域）和东南亚（次区域）

都符合新世纪的全球模式，即私立高等教育

部门入学率持续强劲增长，同时其份额相对

稳定——世界私立高等教育入学率略高于

30%，亚洲略低于 40%，东南亚约为 45%。

此外，尽管没有关于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部

门的国际数据，但亚洲和东南亚可能分别是

区域和次区域层面的领导者。印度尼西亚和

菲律宾在营利性入学率方面领先于该次区

域，而越南的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入学

率则领先于世界。总而言之，无论是总体上

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还是具体的营利性私

立高等教育部门，东南亚都占了很大的比重。 

整个次区域的变化很大 

然而，就像在亚洲和世界各地一样，东

南亚的 10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菲

律宾加入了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行列，拥

有多数私人股份，马来西亚略低于柬埔寨。

这四个国家解释了这个综合次区域对“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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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太多”问题的宽容回答，因为印度尼西

亚和菲律宾占了该次区域总入学人数的一半

以上。然而紧随其后的是越南和泰国，它们

的私人股份数量仅略高于全国入学总数的十

分之一，最近文莱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缅甸

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坚称“任何私立高等教

育都是过多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国家之一。

老挝和新加坡处于私人股份比例高和低之

间，接近全球平均水平。马来西亚是该次区

域私人股份比例在新世纪增长的主要例子，

越南的比例保持稳定，菲律宾的比例下降。 

谁来决定什么是“过于私立”? 

至少在 1954年至 1989年期间，越南体

现了国家在次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决定什么是

过于私立的极端做法，越南当时的回应是：

任何私立高等教育都是“太多的”私立高等

教育。虽然这是北越从法国独立后的回应，

但当北越在 1975 年征服南越并将其所有私

立高等教育国有化后，答案就来到了南越。

因此，我们可以考虑 1975年的国有化——越

南的第一次“U度大转弯”（借用 Chau’s的

文章）——是由国家驱动的。国家也在第二

次“U 型转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允许

“非国家”机构成立，并为它们建立一个框

架，通过不允许营利性机构成立来限制“U

型转弯”。政府随后批准并制定了 Chau 所关

注的令人难以置信的 U型转弯的条款，从合

法的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转变为合法

的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部门，从而超越了所

有允许营利性但同时允许非营利高等教育的

国家。现在，越南政府又将决定是否再次转

变，即允许非营利组织与营利性组织同时存

在，甚至可能允许这个国家小部分宗教形式

的高等教育得以形成。 

因此，与该次区域的其他国家和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相比，越南国家在决定多少是过

多的问题上一直是关键。它先决定了任何私

立高等教育和环境教育都是过于私立化的，

然后又决定了营利性和宗教性即使对非公共

部门来说也是不允许的私立化，现在又考虑

是否、如何以及有多少私立化可以扩展到营

利性以外的其他形式，以及要允许任何私立

高等教育则需要给予多少自主权等问题。 

菲律宾的“由谁来决定什么过于私立”

的发展轨迹则与越南截然不同。这一决定是

强大的社会力量的结果，国家权力的分量和

对私立力量的限制或扶持程度各不相同。菲

律宾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历史，比越南或大

多数次区域和地区都要长，这是关键。这包

括了一段殖民历史。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是西班牙的天主教徒。和拉丁美洲一

样，教会加冕的大学是私立—公立机构。然

而，与拉丁美洲不同的是，西班牙的统治在

近一个世纪后结束， 1898 年美西战争

（Spanish - American War）结束后，西班牙

屈服于美国的统治（一直到 1946年，尽管从

1935 年起西班牙成为联邦），而不是正式独

立。 

这两种差异导致菲律宾殖民时期的大学

在独立时大部分是私立的，而拉丁美洲的大

学则绝大多数是公立的。美国的统治促进了

新教和世俗私立高等教育的早期发展，包括

营利组织。总之，在西班牙的长期统治带来

了早期私立高等教育和天主教的发展之后，

美国的占领刺激了一个更加多样化和以商业

为导向的部门，为“过于私立”设定了一个

非常高的标准。因此，营利性和国际私立高

等教育部门都在实际范围内。越南的独立导

致了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的灭亡，而菲律宾的

独立则自愿地继承了一个广泛而多样化的私

立高等教育部门，它深深扎根于社会，具有

强大的动力，国家很难控制，即使一些当权

人士想要这样做。 

然而，无论菲律宾和越南在社会和市场

与国家在界定何谓“过于私立”的问题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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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么鲜明的对比，这些案例都符合当代全

球的普遍现实，即一些相互竞争的力量决定

了界限。因此，即使在菲律宾，对规范和政

策的担忧也意味着对现有和拟议法规的持续

斗争。国家在 1982年禁止营利性私立高等教

育部门，但在非国家部门的推动下，1994年

通过额外的监管使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在法律

上复活。更令人吃惊的是，越南在国家宣布

“合法化”之前，就已经有了事实上的私立

高等教育部门；在国家允许在法律上和税收

问题上承认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之前，就已

经有了事实上的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此外，

许多政客和他们的家人，就像菲律宾和许多

其他国家一样，拥有私立机构的股份。在相

关政策中，利己主义显得尤为突出。自身利

益在相关政策中占有很大比重。越南与中国

的相似之处在于，越南禁止了预先存在的私

立高等教育，多年后，越南允许有限的、然

后是更公开的私人私立高等教育，但越南允

许市场和社会有更大的自由度来渗透到国

家，并与国家内部的竞争派别保持一致（中

国只涉足允许营利性试验）。 

东南亚将继续成为决定私立高等教育在

亚洲和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和形式的主要领

域。正如在本文中两个国家一样，东南亚将

继续对什么是"过于私立"的问题，以及谁在

决定国家内部政策时更具影响力等问题给出

不同的答案。然而，总的来说--尽管有规范性

的戒备和约束性的法规，经济、社会和政治

力量已经导致东南亚在实际操作中对什么是 

"过于私立 "的问题给出了相对宽松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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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私立高等教育的两个部分 

Rashim Wadhwa 

卡洛·马克·易 

卡洛·马克·易（Karol Mark R. Yee）：英国剑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博士研究
生、菲律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高级研究员、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研究

员 

电子邮箱:kmry2@cam.ac.uk 
 

菲律宾私立高等教育长期以来的突出地

位，以及私立高等教育中不同部门的出现，

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作为该国西班牙殖

民遗产的结果，菲律宾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

是由天主教会建立的，建于 1611年的圣托马

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和

1621 年的马尼拉雅典大学（the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随着美国的占领，出现

了：菲律宾师范大学（the Philippine Normal 

University，建于 1901年）和菲律宾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建于 1908年）

等公立机构；菲律宾国立大学（the National 

University，建于 1900年）和菲律宾中央大学

（the Centro Escolar University，建于 1907年）

等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何塞-黎刹大学

（the Jose Rizal University，建于 1919年）等

非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美国传教

士设立的宗派新教非营利机构，其中以西利

曼大学（the Silliman University，建于 1901

年）最为突出。 

作为对私立教育机构增长的回应，《公司

法》（Corporation Law，1906年）和《私立学

校法》（Private School Law，1917年）为私立

教育机构机构的建立和管理提供了最初的框

架。因此，在西班牙退出后的短短几年时间

里，菲律宾就已经拥有了与今天类似的基本

部门结构：一个丰富多样的私营部门和一个

不断增长的公共部门。从那时起，《菲律宾宪

法》（Philippine constitution，1987 年）就规

定了私立教育机构条款。然而，将私立教育

机构纳入宪法也强调了“公共和私立教育机

构机构的互补作用”。“互补性”仍然是一项

统一的规范原则，表明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

的和谐关系，每个部门发挥最适合的作用，

促进“公共利益”。然而，在实践中，关于什

么角色真正符合公共利益或这些机构是否

“过于私立”（too private）的争论反复出现，

利润优先于质量的质疑挥之不去。互补性与

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并存。 

对“过于私立”体系的规范和政策挑战 

随着部门的扩大，制订的政策往往是对

新的需求和有时相互冲突的利益作出的反

应。1982年，立法规定新成立的私立学校只

能作为非股份公司成立。然而，这一政策仅

有了短暂的存在，1994年的立法再次允许建

立股份公司，但新立法对这些机构“过于私

立”已有警惕，加强了监管控制，限制营利

股票只适用于资本密集型课程，并使它们没

有资格获得任何形式的政府直接补贴。最近，

持续扩张和多样化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形

式（例如：ABE 国际商业经济学院 [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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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llege]），当地主要企业的加入

（例如：Ayala与 PHINMA集团），以及对合

法的非营利机构是否真的是非营利性机构的

持续质疑，这些都引发了州政府开始监管高

等教育的销售、合并和收购，并考虑增加对

私立营利性机构的税收，同时减少政府对非

营利性机构的现有激励。 

监管限制，再加上公共高等教育的持续

扩张，加速了私立教育机构份额的长期下降：

从 1990年的 80%左右下降到 2000年的 70%，

到 2015 年下降到 56%——所有这些都是在

2017年立法取消公立学校学费之前发生的。

中等教育扩招至 11 年级和 12 年级，使得许

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需求突然下降，使许

多私立高等教育机构面临风险，这凸显了公

共政策对公共卫生部门规模的影响，甚至对

其他教育水平也有影响。2018年，全国大学

新生入学人数下降了 11%，私立大学入学人

数下降了 15%。 

尽管如此，在私立高等教育占大多数的

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中，菲律宾私立高等

教育仍然是具有强大营利成分的巨头。尤其

是由于其仍然强大的天主教基础，非营利性

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人数继续超过营利组

织，占菲律宾总人数的 34%对 21%。2015年，

在全国 2388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1262 所被

归类为非营利性机构（53%），其次是 683所

公立院校（29%），然后是 443 所营利机构

（19%）。值得注意的是，非营利性高等教育

机构在小型机构中所占份额最大（只有不到

2000 名学生）。毫不奇怪，大部分营利性高

等教育机构集中在该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即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宿务和达沃。 

现实与改革 

尽管菲律宾人肯定会继续辩论公私互补

和竞争之间的实际平衡是什么，以及应该是

什么，但一个突出的现实是，各部门发挥着

截然不同的作用。这些机构提供的数据说明

了这一点；因此，公立高等教育满足了农业

和自然科学等高成本课程的大部分需求，而

私立高等教育则在低成本和商业领域招收学

生，利润主要集中在酒店和餐厅管理、旅游

业和护理业，而非营利组织则提供人文、美

术和应用艺术以及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 

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利润是否与

质量相符。然而，初步研究表明，这种关系

可能并不简单：2016年资格考试的数据确实

显示，来自小型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

得分最低（虽然不多），大型非营利性高等教

育机构得分最高，但分数与规模的相关性比

与法律形式的相关性更大。 

在颇具影响力的国会教育联合委员会

（ Joint Congressional Commission on 

Education，1991-1993）的报告中，对于高等

教育的讨论强调了公立高等教育的计划外增

长，这对长期的私立高等教育构成了巨大的

竞争，该报告为菲律宾教育部门重组到目前

的结构铺平了道路，并列举了课程项目的重

复问题。然而，这两个挑战今天依然存在。

此外，在持续不断的挑战之上，最近的重要

立法产生了新的挑战。2017年《普及优质高

等教育法》（Universal Access to Quality 

Tertiary Education Act）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

生资助计划，2019 年《跨国高等教育法》

（Trans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ct）》允许

外国高等教育进入菲律宾市场。这种政策再

次激发了关于公共和私人机构之间所谓互补

性的辩论。人们希望，这些辩论将使人们对

多样化的私营部门有更深入的了解，包括营

利性和非营利机构的范围。更确定的是，不

断变化的现实和政策将继续塑造菲律宾的营

利性和非营利高等教育，并考验其长期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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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营利性垄断的独特案例 

周阳光 

周阳光（Quang Chau）：美国奥尔巴尼大学（University at Albany）教育政策与领导力系博士研
究生 

电子邮箱：qchau@albany.edu 
 

尽管越南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历史上

它与私有制是对立的，但越南发展了重要的

私立高等教育。更明显的矛盾是：越南的私

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完全以营利为目的

的部门。 

共产主义国家中私立高等教育的出现 

在共产主义诞生之初，这种悖论是不可

想象的。1954年新独立的北越（越南民主共

和国）不允许私立高等教育。当南越政权垮

台时，由 11所院校和大约 3万名学生（占总

入学人数的五分之一）组成的高等教育部门

被国有化。虽然最初国家没有预料到私立高

等教育在 20世纪 80年代末会再次出现，但

它很快就对新兴行业实施了控制。当国家忙

于公共部门的金融改革时，一群杰出的越南

数学家提议建立第一个非国家高等教育中

心，唐龙（Thang Long）。国家最终批准了该

中心作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试点项目，但在该

部门本身合法化之前拒绝批准任何其他类似

机构。 

 国家还规定，不允许建立真正意义

上的私立高等教育有限公司。“私立”，在国

家和社会（在大多数国家）普遍理解的意义

上，意味着“商业”。因此，当 20世纪 90年

代初最终将私立高等教育合法化时，国家拒

绝使用“私立”一词，而是采用“非国家”

作为政治上正确的委婉说法。非国有部门包

括“个人创办”和“半公共”机构，所有这

些机构都被法律禁止收入分配，因此符合全

球文献中非营利组织的主流定义。然而，在

法律文件中，没有任何地方对非营利性私立

高等教育作出定义。 

转向盈利 

然而，新兴非国有部门的形态严重挑战

了河内决策者通常采用的中央计划政策。国

家无法得到它所计划的东西。因为关于收入

分配的法律规定既不明确，各个州也没有对

此有统一解释，许多人创办的大学设法将机

构收入分配给股东。在任何共产主义的总体

规划之外，一个独特但尚不清楚的 U型大转

弯慢慢被促成。 

 到了 21世纪中叶，承认非公立大学

普遍存在的利润分享做法，“私立”一词在政

治上被接受，并在法律文件中正式采用，与

更广泛的经济市场化同步。然而，由于尚未

完全了解的原因（尽管许多专家和政策顾问

反对），国家更进一步并规定所有创办大学的

人都必须成为私立和营利性的。随着这一转

变，越南的私立高等教育成为法律规定的纯

营利性组织。有几所大学试图保持自己的民

办形式，一些新成立的私立机构自愿遵循不

分配原则，但都面临严重的法律约束。州政

府坚持要求私立高等教育 100%是营利性的。

最终，在现实和法律上，所有越南的私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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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机构都成为营利性的。 

营利性垄断是什么样子的？ 

目前，越南私立大学在 65所私立大学拥

有 26.7万多名学生，约占总入学人数的 15%，

占院校总数的近两倍。总的来说，绝大多数

的私立高等教育学生都在商业、信息技术和

语言培训课程中学习，而只有少数私立机构

提供其他领域的课程。这些是世界范围内营

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的共同趋势。 

营利性公司现在拥有许多私立大学。一

些公司，如 Phenikaa，倾向于把附属大学变

成自己的内部人力资源和研发中心。其他人，

如 Nguyen Hoang，认为教育是他们的主要业

务领域，积极收购许多私立大学。 

非营利性组织的回归？ 

2012 年的《高等教育法》（ Higher 

Education Law）是越南第一部明确承认营利

性和非营利性高等教育的法律。虽然非营利

组织私立高等教育的概念在转变为营利组织

的过程中曾被讨论过，但关键的政策制定者

花了几年时间才理解并最终接受它。现行《高

等教育法》（2018 年）将非营利性组织定义

为不与股东分享收入的机构。 

 然而，越南的私立高等教育几乎仍

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目前还没有一所营利

性大学成功地转变为非营利形式，尽管有一

些已经尝试过。目前仅有的两所非营利大学

都是由一家大型私人企业集团 Vingroup新建

的，另一所是越南富布赖特大学（the 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巨大

政治支持和财政支持。 

 非营利性的私立高等教育是否会在

越南发展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形式，在许多研

究人员和退休的政策制定者中引发了争论与

质疑。国家还没有将“身份”私人合法化，

这类私人性质是非营利性的，主要由宗教协

会建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司下属

的私营企业，如 TanTao、Vin 和 FLC，似乎

最渴望以非营利组织的身份出现。一些批评

人士认为，支持“更名副其实”的私立非营

利性机构的政策激励措施（如减税和免税）

仍然含糊不清，因此会受到资金雄厚的公司

为获取财务收益而进行操纵，代价是高质量

的教育。许多专家还怀疑非营利性机构吸引

捐款的能力，因为目前的政策还没有为潜在

的捐赠者和慈善家提供足够的激励。与 2012

年的版本一样，当前的高等教育法倾向于将

非营利性机构设想成由放弃分红的投资者建

立的实体。然而，这些投资者被允许继续担

任大学董事会的主要决策者，因此可能会找

到获得财务收益的机会，而他们的存在可能

会阻止那些担心捐款管理不善的慈善家参与

其中。 

尽管私立高等教育在越南出现，随后又

转向完全营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外，

涉及到市场力量和国家控制之间不可预测的

波动，但不久的将来似乎更可预测。除非国

家将民间社会团体（特别是宗教团体）参与

高等教育合法化，否则私立高等教育很可能

仍然是可行的，而且绝大多数是营利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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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如何？ 

贝纳德脱·莱波力、丹尼尔·瓦格纳—舒斯特 

贝纳德脱·莱波力（Benedetto Lepori）：瑞士卢加诺大学（the Università della Svizzera italiana）
教授 

邮箱：blepori@usi.ch 

丹尼尔·瓦格纳—舒斯特（Daniel Wagner Schuster）：乔安娜研究院（Joanneum Research）研
究员 

邮箱：Daniel.Wagner-Schuster@joanneum.at 
 

英 国 剑 桥 大 学 （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德国警察学院（ the German 

Police Academy）、波兰格但斯克美术学院

（the Academy of Fine Arts of Gdansk）等院校

有什么共同点？乍一看，他们在核心任务、

提供的教育类型和教授的科目方面完全不

同。然而，尽管差异很大，但也存在一些共

同点：所有这些机构都提供高等教育文凭，

它们通常被认为是同一系统的一部分，一般

被称为“高等教育系统”（higher education 

system）。高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学位的提供

者努力成为大家公认的“高等教育机构”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前提是这会

为院校带来在地位、吸引学生和获得捐赠资

源等方面的好处。 

这些论点突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例如：

到底什么是高等教育？它由什么样的机构组

成？我们能否确定机构的类型，以及这些类

型在国家系统中是否常见？ 

在欧洲，由于高等教育从以（研究为导

向和博士学位授予的）大学为核心向更加多

样化的系统扩展和分化，这些问题在过去几

十年中变得更加复杂。在一些国家，建立了

新的“区域大学”（regional universities）”，而

高等教育、甚至中等教育的专业学校也越来

越多地融入高等教育。市场化也为私立高等

教育开辟了新的空间，特别是在欧盟的新成

员国。作为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动态的结果，

“欧洲高等教育注册录”（ the European 

Tertiary Education Register）中记录的欧洲高

等教育机构中，一半是在 1990 年之后建立

的。 

各国对差异化过程的处理方式不同。一

些欧洲国家，如德国和荷兰，进行了广泛的

改革，由“学院”或“应用科技大学”

（universities of applied sciences）重组专业高

等教育，建立了所谓的“双重”或二元制系

统。其他国家，如英国，决定扩大“大学”

的标签，以包括专业教育，而其他国家则让

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而没有强有力的干预来

构建这一系统。 

分析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不仅是一个学

术问题，而且涉及到国家和欧洲高等教育政

策的一些核心问题。大多数学者都同意，某

种程度的差异化有利于满足不同的要求，如

实现国际研究的卓越性、扩大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培训专业人员和促进区域发展。但

究竟应该通过直接的政策干预来发展差异

化，还是通过监管或市场竞争来建立各类高

等教育机构，目前尚不清楚。 



第 13卷第 5期                           国际高等教育                            Vol. 13, No.5 
2020年 12月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December, 2020 

 

 

187 

提供经验证据 

这场辩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可比数

据。许多研究提出了高等教育的类型和/或高

等教育系统的结构，主要是基于专家们对不

同国家的观察。但是，诸如单一制和二元制

之间的类型区别并没有充分涵盖国家制度的

复杂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国家制度不仅仅

包括一种或两种类型，更不用说诸如法国这

样的制度了，法国的制度不适合任何拟议的

类型。 

欧洲高等教育注册中心最近发表的一项

研究为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见

解。该注册中心是欧盟委员会支持的一个项

目，它首次提供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欧洲高等

教育注册录（描述性信息与地理信息），以及

从国家统计数据（目前为 2011-2016 年）收

集的资源和教育研究活动的数据。尽管在数

据可用性和可比性方面存在一些限制，特别

是在财务信息方面，但在欧洲高等教育机构

可比数据的可用性方面，欧洲高等教育注册

中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基于这些数据，本研究对所有欧洲国家

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我们

将高等教育分为三大类：大学（授予博士学

位）、应用科技大学以及其他机构（如艺术和

音乐类院校）。我们还考虑到这些群体在学生

人数和学生群体组成方面的相对重要性（按

教育水平和学科领域）。 

报告显示了一些系统性的模式，例如应

用科技大学在北欧和西欧的作用大于在南欧

和东欧国家的作用。然而，尽管一元化与二

元化的广义分类仍然适用，但欧洲高等教育

的分布和分化却极为异质。例如，在保加利

亚，97%的学生在大学就读。另一方面，荷

兰的高等教育（大部分是专业）集中在应用

科技大学（占所有注册学生的 61%）。在拉脱

维亚，作为学生分布的另一个例子，其他机

构，如学院和私立专业高等教育机构，招收

的学生比例（34%）高于大学和应用科技大

学。报告还显示了在学科构成方面的系统性

差异，应用科技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比大学

更专业化。至于研究，大学履行着明确的科

研职能，而应用科技大学和其他机构的情况

则部分如此。在欧洲高等教育注册中心数据

集中，89%的大学都属于“研究活跃”，相较

于 72%的应用科技大学和 33%的其他院校活

跃于研究活动。 

从建校年代来看，不同高校类别的历史

动态也大不相同。有些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中世纪，大量大学创建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而大多数大学联盟和许多其他机构都

是在 1970年以后成立的，构成了高等教育的

第二次扩张浪潮。 

展望未来，这项工作将通过制定一个更

精细的分类方法来完善，该分类方法包括三

个互补的方面：管理特点（如官方标签和授

予博士学位的权利），机构使命和高校的自我

代表性，以及实际观察到的教育、研究和社

会服务方面的活动概况。这将使我们能够更

准确地观察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

性。 

 

注：“高等教育的二元与单一制”分析报告从

https://www.eter-project.com/#/analytical-repor

ts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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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高等教育如何看待自己? 

艾伦·哈泽尔科恩、汤姆·波兰德 

艾伦·哈泽尔科恩（Ellen Hazelkorn）、汤姆·波兰德（Tom Boland）：BH Associates联合管理
合伙人（www.bhassociates.eu） 

电子邮件：info@bhassociates.eu 
 

2019年 7月，爱尔兰政府公布了改革高

等教育治理的建议，以应对人们对管理不善

或治理不善的担忧。对于院校来说，这种变

化威胁到一个依附于指挥和控制相结合的政

治体系管理内部与机构事务的自主权。 

各国的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各不相同。一

些国家/地区直接负责高等教育，而另一些国

家/地区则有一个中介或缓冲组织。爱尔兰与

中国香港、以色列、新西兰和苏格兰相似，

因为高等教育管理局（ higher education 

authority）提供监督、资金以及政策建议与政

策执行。新的立法建议将高等教育管理局更

名为高等教育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Commission），并赋予其对所有高等教育提供

者的额外监管责任。 

拟议中的改革与不断增长的学生入学

率、全球竞争和持续的资金限制不谋而合，

使该系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这些因素的汇

合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可以调查高等教

育在一些问题上是如何看待别人，有时如何

被看待的，这些问题包括国家政策，质量和

与技能需求的相关性，国际教育，治理、管

理和问责制，以及研究等。 

《 2019 年高等教育报告》（ Higher 

Education Report 2019）于 2019年 11月公布，

该报告列出了给爱尔兰高等教育管理者和主

要利益相关者的调查结果。在积极的方面，

受访者表示强烈认可爱尔兰高等教育的质量

及其与经济需求的相关性。政府大力支持高

等教育的关键战略目标，例如参与技能议程、

跨机构合作，以及按照严格的评估程序，将

理工学院（polytechnics）重新指定为技术大

学（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政府还大力

支持私人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使继续教育

与高等教育相结合，更好地平衡高等教育的

研究、教学和学习任务。 

缺乏信心？ 

但受访者对问责制、监管、机构治理和

管理等问题的看法都较消极。在关于爱尔兰

高等教育的辩论中，一个关键的分歧在于高

等教育机构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度与问责措

施的程度，所有人都认为这是必要的，但这

会是严厉的监管。虽然爱尔兰法律保证了机

构自主权，但 52%的受访者认为这并不是他

们的亲身经历。认为教育与技能部和高等教

育管理局现行的监管制度不适当的受访者，

是认为适当的受访者人数的两倍。87%的受

访者认为高等教育机构的表现受到公共部门

限制（如薪酬、员工人数控制等）的负面影

响。 

同时，受访者认为，目前的机构治理和

管理制度不适用于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只

有约 30%的受访者认为：管理委员会了解自

己的角色，或高等教育机构明确分配了各级

治理和管理决策的责任。类似比例的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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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过程（例如，战略规划和审查、风险评

估和绩效管理）是由机构成功实施并嵌入其

中的。20%左右的人认为，机构管理能力符

合应对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和责任所需

的标准。 

内部沟通过程也未曾改善。认为工作人

员没有适当和及时地了解关键发展和决定的

受访者人数，是对此持肯定意见人数的两倍。

在家庭友好政策、在领导层级促进两性平等

的政策、人力资源管理的充分性和其他一般

管理能力等方面，持消极反应的受访者比例

也较高。 

如果说这些结果准确反映了更广泛的爱

尔兰高等教育界及其利益相关者的观点的

话，那么就说明大家对当前的治理、管理和

问责制缺乏信心、充满担忧。 

平衡问责制和自主性 

调查中出现了两个关键问题，引起了更

广泛的国际共鸣。首先，高等教育对大众化、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做出适当、有效和高效反

应的能力取决于其治理安排和领导的质量。

这是因为变革不仅会发生，而且必须被引导。

然而，正如米德尔赫斯特（Middlehurst）所

观察到的那样，大学校长和其他高级领导人

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迁，将他们作为“业

余学术领袖”的经验转化为有效的专业人士，

然而他们缺乏最基本或持续的专业发展。许

多大学都面临着领导层继任危机。57%的受

访者认为，要使爱尔兰高等教育系统达到世

界领先地位，学术和行政结构的改革至关重

要；而只有 14%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必要进行

改革。 

第二，许多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关键

分界线是，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管理自己

事务的自由（自治），而在多大程度上受政府

监管（问责制）。高等教育由于要对“公共利

益”和学生学习结果付诸更多承诺而备受越

来越大的压力，矛盾正在加剧。欧洲大学协

会目前发行了《欧洲大学自治——2017年计

分卡（European University Scorecard 2017）

第三版，它从组织、财务、人员配置和学术

四个维度衡量自主性。对爱尔兰来说，情况

喜忧参半，除人员配备外，所有方面都有相

对较高的自主权，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行的

暂停任用仍然存在。 

调查显示，人们希望进行改革，给予院

校更多的自主权，同时提高治理、管理和领

导结构的能力和效率。如何取得平衡还有待

观察，但决策者应该考虑如何提高高等院校

的治理、管理和领导水平，而不是直接加强

更严格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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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高等教育的规模问题 

奥乌兹·埃森 

奥乌兹·埃森（Oğuz Esen）：经济学教授、土耳其伊兹米尔伊兹米尔经济大学（İzmir University 
of Economics）前校长 

邮箱：oguz.esen@ieu.edu.tr 

 

2018年，土耳其新建了 15所公立大学。

乍一看，这似乎是另一轮新的高等教育扩张

浪潮，正如我们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经常看

到的那样。其中有三个原因来重点分析一下

这个政策。首先是通过拆分现有的公立大学

来建立新的公立大学，15所新建院校中有 14

所属于此类情况。第二，这一发展与高收入、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最近的一个趋势相吻

合，即通过合并和整合来重组和调整其高等

教育系统，在从大众教育向普及教育的过渡

过程中，换句话说，在土耳其，这一发展与

世界趋势背道而驰。在这场大规模的重组行

动中，高校分拆影响了三分之一面授课程的

大学生。最后，据我所知，目前没有其他国

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土耳其拥有世界第六大高等教育系统，

2019年有 780万学生，有 129所公立大学和

73所非营利私立大学。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

所录取的学生占所有面授课程学生人数的

15%。一些著名的私立大学已经达到了与成

熟的公立大学相匹敌的标准，但大多数都是

吸收需求的机构。土耳其高等教育快速扩张

的经验缺乏更广阔的视野，这对其他面临类

似挑战的国家有一定的启示。 

快速扩张 

在 20世纪 80 年代，土耳其的高等教育

体系可以说是精英主义的，只有很少的高等

教育机构，毛入学率不到 10%。毛入学率在

1992 年突破了 15%的门槛，2010 年达到了

50%。远程教育为这一巨大的扩张做出了重

大贡献。远程教育的份额一直在不断增加，

从上世纪 80年代中期的 11%增加到 2019年

的 51%，过去十年平均约为 40%。然而，即

使不考虑远程教育，高等教育的扩张仍然是

引人注目的。 

土耳其高等教育体系在从精英高等教育

向大众高等教育过渡之前进行了根本性的重

组。在准备这一过渡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事

态发展。1981年，土耳其成立了高等教育理

事会，这比其他许多国家成立的时间早。理

事会是一个自治机构，负责监督所有高等教

育机构。第二，取消大学与学院、师范学校、

音乐学院的二元制后，部分院校合并为大学，

部分院校改为院系（学校），隶属于本地区大

学，新建了 8 所大学。这一步导致了更全面

的大学的出现，符合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

高等教育过渡的全球主导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土耳其只有数量

有限的大学，都设在主要城市，院系和职业

学校则为地区分支机构，由当地政府管理。

1992年，23所新的公立大学成立，毛入学率

增长，如前所述。在第二次扩张浪潮中，政

府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政府改组了与现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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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联系的学院和职业学校，在每个城市建

立新的完全独立的机构。 

从大众化到普及化 

在 21世纪初，入学仍然是土耳其高等教

育的中心问题。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时，

提出了在各省至少建立一所公立大学的目

标。当时，土耳其 81 个省只有 53所公立大

学。在 2006-2008 年的第三次扩张浪潮中，

政府新建了 39所公立大学，使公立大学总数

增至 94所。新建大学位于相对较小和较不发

达的城市。由于整体师资短缺，这带来了新

的挑战，而且很难在欠发达地区招聘到高质

量的师资。这一扩张导致高等教育总能力增

长了 17%。 

博洛尼亚进程恰逢土耳其高等教育向普

及教育过渡。所有公立和私立大学现在都有

符合博洛尼亚目标的课程。博洛尼亚进程改

善了由于快速扩张而引起的一些质量问题。

然而，与普及教育的需要相反，土耳其成立

了 20所新的、规模较小的、高度专业化的公

立大学，重点放在美术、音乐、卫生、伊斯

兰科学、社会科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领域，

高等教育入学率仅增加 3%。 

告别快速扩张，迎接整合 

2018年，通过拆分现有大学，创建了 14

所新大学，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这增加了大

学的数量，但没有显著提高该部门的整体能

力。这项政策的基本原理是什么？这些措施

旨在解决哪些问题？ 

首先想到的问题是管理效率，因为建立

了规模更容易管理的大学。然而，土耳其的

大学却不能这样，包括私立大学在内，其平

均招生人数只有 1.9 万人。30 年来，面授招

生人数增加了 9倍，但大学规模只增加了 1.4

倍。 

对高等教育合并的研究表明，规模越大，

规模经济、成本效益、研究质量越高，人才

库越大，国内外声誉越高。因此，目前尚不

清楚将土耳其高等教育机构拆分为更小的单

位将如何提高系统的效率或质量，或提高其

声誉和竞争力。 

有一些迹象表明，在过去五年中，入学

人数的扩大有所放缓。这种放缓可能是永久

性的，主要是由于大学适龄人口增长的停滞。

如果是这样的话，土耳其高等教育体系将面

临漫长的整合期。 

如今，土耳其高等教育正处于十字路口。

普及教育的道路需要更全面的视野，通过整

合、改革课程以纳入普通教育、改进中等教

育以与高等教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确保大

学更强大、更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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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拉丁美洲大学院校战略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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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恩里克·弗洛雷斯（Jorge Enrique Flores）：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学术事务办公室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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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排名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

强。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排名都是提高声望

和合法性的有力工具；毫无疑问，对于排名

高的大学来说，更容易吸引成千上万的学生

愿意支付高昂的学费和住宿费支出。尽管存

在各种争议和方法上的缺陷，大学排名还是

被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普遍用来选择最

好的大学和学术课程。排名在学生中的影响

力，对于一些院校来说，可以转化为有利可

图的机会，但对于大多数大学来说，排名已

经成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现实。 

排名游戏：玩还是不玩，这是个问题 

一些研究表明，排名是大学用来建立或

维持学校（作为学术卓越中心的）国际声誉

的有力工具。但事实是，通过排名来建立声

誉只是为一部分经过精挑细选的学校所保留

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在目前的排名游戏

规则下，大多数拉丁美洲大学不太可能成为

全球知名大学，因为世界范围内的院校竞争

激烈，成本高昂。 

对于拉丁美洲大学来说，缺乏财政资源

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劣势。他们的制度取向和

组织模式是影响他们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拉

丁美洲大学倾向于教学而不是研究成果；但

排名，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则是关于研究生

产力的。但是，拥有一个不适合玩排名游戏

的组织模式并不是拉丁美洲大学的唯一障

碍；在排名方面，它们也缺乏国家政府的支

持。中国、法国、德国或俄罗斯等国将排名

游戏作为国家优先事项，从而提高了本国大

学的排名成绩。这些国家制定了倡议，以促

进其大学治理方案的变革，并根据其在排名

中的地位向各机构分配额外资金。 

在 2019年版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世界大学排名中，

前 200 名中没有一所拉美大学。在所有参与

的拉丁美洲大学中，只有一所进入了前 300

名（巴西圣保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说实话，排名 300 并不令人印象深

刻。人们几乎可以问，该地区的大学是否应

该忘记排名。在排名方面，拉丁美洲大学的

游戏结束了吗？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

是否定的。 

排名是高等教育最具影响的力量之一，

拉丁美洲大学不能就此退步，因为排名在塑

造人们对世界各地大学质量和合法性的看法

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拉丁美洲大学并不是

试图通过排名竞争来获得声望，而是有更好

的机会通过专注于特定的利基市场或学术科

目来增加其国际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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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 

在不久的将来，把拉丁美洲大学列为世

界大学排名前 100名的可能性不大。在 THE

和 QS 排名前 100 位的大学中，大学每年的

预算通常在 30亿到 40 亿美元之间，这使得

非世界一流大学几乎不可能与之竞争。但当

在特定的课程或科目中竞争时，拉丁美洲大

学会变得相当有竞争力。2019年，位于墨西

哥的大都会自治大学（ the Metropolitan 

Autonomous University）获得排名中的 801+。

但在临床、临床前和健康学科排名中，它排

在第 176 位。巴西利亚大学提供则呈现了另

一个例子，以说明专注于特定学科的好处。

该校在 2019 年的排名中位居 801+段中，但

它在临床、临床前和健康学科排名中位列前

400 名。这两所院校在特定学科领域拥有学

术实力，本地区许多大学也是如此。 

有人可能会说，专注于特定学术领域的

优势是一个更有效和现实的战略，以提高拉

丁美洲大学的国际知名度，使他们能够与整

体排名更好的机构提供的类似项目竞争。通

过专注于利基专业我们能发现发现，与知名

机构合作、正式开展联合研究项目、提供课

程和双学位课程的限制较少，从而提高了它

们的国际吸引力。这种策略可能是拉丁美洲

大学策略的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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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澳洲大学在排名中表现如此出色？ 

威廉-洛克 

威廉-洛克（William Locke）：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教授、墨尔
本高等教育研究中心（Melbourn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主任 

电子邮箱：william.locke@unimelb.edu.au 
 

几家媒体最近注意到，在最具影响力的

全球排名的最新版本中，澳大利亚大学的表

现似乎很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杂志报道说，与去年相比，

澳大利亚大学在世界声誉排名前 100 名中的

大学数量增加了一倍。今年又有两所大学进

入主要排名前 200 名（共 11 所），还有一所

大学进入了“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前 100

名（共 7所）。但是，哪些大学在哪些排名中

（特别是哪些指标上）进步最大？这是一个

突然的进步，还是趋势比这更复杂？更重要

的是，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种情

况？ 

哪些大学和排名？ 

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在最受关注的全球

排名中，只有一小部分最知名、研究密集型

的澳大利亚大学出现在较高的梯队中。因此，

大多数大学的表现被遮蔽在视线之外，记者

和评论员认为几乎不值得注意。即使在这些

少数精英大学中，那些从一开始就一直出现

在排行榜上的大学，近年来也几乎没有什么

变化。在 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

排名”中，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排名（第 32 位）与前一年持

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第 50位）和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第 60位）各下降一位，

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上升三位（至 66 位）。事实上，排名在这四

所大学之后的学校名次提高最多：新南威尔

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排名上升 25 位，达到 71 位；莫纳什大学

（Monash University）排名上升 9 位，达到

75位。然而，这两所大学最显著的增长不是

在 2020年，而是在几年前：新南威尔士大学

从 2012 年（173）到 2013 年（85），莫纳什

大学从 2011 年（178）到 2013 年（99）。在

过去的七年里，这两所大学都在原地反弹，

但正是这种反弹造就了新闻报道，而不是长

期趋势。 

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莫纳什大学的进步在

其他两个有影响力的排名中也得到了呼应，

即“QS世界大学排名”和“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新南威尔士大学在 2020 年 QS 排名中

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排名，排名第 43位，

莫纳什大学也在 2021年达到了顶峰，排名第

55位。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莫纳什

大学排名上升了 18 位，至第 73 位，新南威

尔士大学自 2003 年以来排名稳步上升，在

2019年首次进入前 100名（第 94位）。其他

显著的名次上升则发生在排名相对低的学校

中，比如堪培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anberra）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从 251-300位上升至 193位）和QS排名（从

两年前的 601-650 位上升至 456 位）上的表

现，以及悉尼科技大学（by the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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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Sydney）在 QS排名（从 160位上

升至 140 位）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从

301-400名上升至 201-300名）的表现。 

哪些指标? 

这些大学哪些方面的表现可以解释这些

成功？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中，澳大利亚大学表现最好的指标是“国际

视野”（学生、员工和研究合作），其次是“引

用”和“研究”（声誉、收入和生产力）。在

QS排名中，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大学表现最好

的指标是“国际学生”和“国际教师”，而他

们在“学术“、“雇主评级”和“每位教员的

引用次数”方面仅处于中等排名。在“世界

大学学术排名”中，澳大利亚大学表现最好

的部分是引文索引的文章数量和高被引学者

的数量。然而，这些排名最高的大学表现最

差的指标是在“教学声誉”和“师生比例”

方面。在澳大利亚，只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以澳大利亚的标准来看该校规模相对较

小），以及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一所

非常小的私立大学）的师生比例在“泰晤士

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中低于前 20。 

为什么这些学校表现如此之好? 

那么，为什么这几所澳大利亚大学在全

球排名中表现如此出色，新南威尔士大学和

莫纳士大学最近的进步又是什么原因呢？正

如我的同事弗兰克·拉金斯（Frank Larkins）

最近证实的那样，发现排名最高的澳大利亚

大学在财务上和某些方面都是最强的，这也

就不足为奇了。拉金斯对截至 2018年十年期

间澳大利亚经济实力最强的大学（澳大利亚

国立大学因其规模小得多而除外）进行了研

究，其结果正是在全球排名中表现最好的五

所大学（墨尔本、悉尼、蒙纳士、新南威尔

士和昆士兰）。自 2009 年以来，所有这五所

学校的收入都有了显著增长，但前四名（不

包括昆士兰州）的收入增长尤其明显，因为

2008年引入了以需求为导向的本国学生入学

计划，而且国际研究生课程学生的增长速度

加快。这五所大学的平均收入，按同等全日

制学生人数计算，比澳大利亚所有大学高出

约 50%。 

正是对这些财政资源的管理发挥了作

用。特别是在这十年期间，新南威尔士大学

的资产基础增加了 75%（全国高等教育部门

的平均水平为 40%），实际股本基础增加了

70%（全国高等教育部门的平均水平为

31%）。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拥有最大的资

产基础，但莫纳士大学在这五所表现良好的

大学中，其总资产的配置效率最高。 

然而，这些大学并没有按比例增加他们

的员工数量，除了经常被引用的海外研究人

员，他们招聘的员工大多是教学、临时和专

业人员，他们的成本远远低于既要教学又要

研究的学者。因此，所有五所大学全职教师

收入增长水平都比澳大利亚大学的平均水平

（7%）高，莫纳什大学的收入增长最快，达

到 21%。 

这些大学的排名成绩与其财力管理有很

大关系。他们通过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和研

究生来实现收入的最大化，并以此来资助研

究，包括招收高知名度的海外学者，并为他

们提供最好的设施，从而提高成果。这提高

了高校在国际学生和教职员工比例、科研产

出和影响力等指标上的得分，巩固或提高了

高校的整体排名成绩。 

然而，收入的增长和全职教师的增加并

没有跟上学生的增长，因此他们的生师比率

很高，教学声誉相对不高。最大的问题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政府不支持以及澳大利亚

大学所处的相对脆弱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这

种财务管理和排名状况的表现是否可持续还

有待讨论。



 

 

 

 


